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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一书，

是武汉大学刘安志教授继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 商务印

书馆 2011 年版) 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论文集。与前书集中于唐代前期西域

历史的研讨不同，本书所收 16 篇专题论文涉及中古制度史、礼制史、军

事史、宗教史、学术史等一系列更为广阔的研究议题，更能够完整地展示

作者在中古史诸多领域的精深修养。

本书将 16 篇论文按照议题分为上下两组，上编名为 “礼仪·宗教·制

度”，收入与中古礼制史、制度史和宗教史相关的 9 篇文章; 下编名为 “写

本·知识·学术”，收入与写本研究和书籍史相关的 7 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

的领域不一，但都以相关的新材料为起点。这些新材料包括新近发布的敦煌

吐鲁番文书，也包括地券、墓志、族谱及日藏汉籍等学界运用不广的材料。

在基于新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论文中，《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

片》从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中爬梳出 4 种 8 件此前罕为人知的已佚中古佛典

注疏残片，虽为精细的文献比对工作，但其中又能透过圆晖 《俱舍论颂疏论

本》序记注疏残片考证唐人贾晋任晋州刺史之时间，足纠 《唐刺史考全编》

之疏误。《吐鲁番出土 〈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从大谷文书中找到 11 件

《驾幸温泉赋》残片，并揭示出这些残片当系抄录 《驾幸温泉赋》《枵子赋》

等赋文的赋集残片。此后，张新鹏 《吐鲁番出土 〈驾幸温泉赋〉残片新考》
( 《文献》2014 年第 4 期) 在此基础上又继续比对出 6 件残片，并提出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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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3 + 4359 号为该写本尾部，并存有尾题 “永固城会胡汉二字判官僧律师

张惠进本云尔”，值得进一步讨论。《〈太公家教〉成书年代新探———以吐鲁

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也是以大谷文书中新发现的 5 件《太公家教》残片为基

础，对该书成书年代这一老问题做出了新的估计。作者通过对吐鲁番所出该

书写本特征的讨论，判断此书传入吐鲁番盆地应在唐统治西州时期 ( 640—
792) ，这样此前学界普遍所持的成书于安史之乱后的观点就值得重新审视

了。作者继而通过对当时政局及 《太公家教》“序言”所谓 “生逢乱代，长

值危时”等语的分析，提出《太公家教》的作者生于隋末大乱 ( 611—628)

之时，而成书时代当在 7 世纪下半叶。这一解释应当说更为通达、合理。

如果说上述文章的重点还是文书比对工作的话，书中 《关于 〈大唐开

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

鲁番文书为中心》《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

三篇文章，则是作者藉由新出敦煌吐鲁番文献为引子，对唐代重要史事的

精深探讨。《关于 〈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在荣新江教授披

露的国家图书馆藏 《开元礼》残片之外，又揭示出大谷文书中的 2 件 《开

元礼》残片。在作为边地的沙、西二州发现被认为是 “郁而未用”的 《开

元礼》传播的证据意味着什么? 由此入手，作者首先指出 《开元礼》的性

质为 “礼经”而非 “仪注”，其中载录的乃是 “一般性原则规定”，因此

考察其在唐代是否行用，应当视其 “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是否得到遵

行”。作者继而举出唐代释奠礼、祭五龙坛、立私庙等礼制活动确以 《开

元礼》为本的例证，还指出有些礼仪如养老礼可能并未实行，最后得出

《开元礼》在唐代基本上是得到行用的观点。可以说作者的论断原原本本，

足以服人，事实上现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 参吴丽娱 《营造盛世: 〈大唐

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新制入礼: 〈大

唐开元礼〉的最后修订》， 《燕京学报》新 19 期，2005 年; 《礼用之辨:

〈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 年第 2 辑等文章) 。面对府兵

制这一学界 “深耕精作”的老问题，几乎再难有所成就。而作者在 《唐代

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由吐鲁番所

出 《唐开元五年 ( 717 ) 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入手，结合对

其他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深入考察与细致分析，复原了唐代府兵简点制度的

全貌，提出开元六年以前府兵简点为每年一次，开元七年之后则改为三年

一次，由此圆满解决了学界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并对府兵制的崩溃过程提

322《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述评



出了有益的启示。《伊西与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考论》

一文，申说唐长孺先生提出的唐代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伊西节度使

的 “伊西”是指 “伊吾以西”的观点，进一步提出 “伊西”统辖除北庭

之外的伊州、西州和安西四镇地区，实即安西四镇节度使的同名异称，并

详细讨论了唐先天、开元年间的西域形势及当时唐代西域边防体制的复杂

演变，允为力作。最近，刘子凡 《唐代伊西节度使考辨》 ( 《昌吉学院学

报》2016 年第 1 期) 则重提伊西节度即北庭节度使的旧说，但说理似不

如本文严密，读者可以参阅。

本书关于唐代史事的讨论，还有 《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

究》《河南荥阳新出 〈唐宋华墓志〉考释》二文。《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

告身的初步研究》以在赣州兴国县 《钟氏族谱》中新发现 5 篇唐代制书为

中心，判断其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钟绍京的五通告身抄件，并参照唐代告身

格式，对其进行复原，为唐代告身制度和追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珍贵材料。《河南荥阳新出 〈唐宋华墓志〉考释》介绍了 2005─2006 年

出土于河南荥阳薛村的 《宋华墓志》，并对志文中涉及的唐代武举、 “十

将”、河阳军之状况及大岯山所在等具体问题，做了简洁精悍的考证。
《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 《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 《从泰山到东

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三篇文章，是广泛运

用衣物疏、买地券等丧葬材料讨论中古信仰变迁的力作。 《从泰山到东

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注意到吐鲁番所出前

秦至唐初衣物疏及湖北、江西等地所出的宋元买地券中都普遍存在以 “东

海”为死后归宿的表述，这与汉代以来 “魂归泰山”的说法有很大差异，

是中古时代民众冥世观念的一大转变。作者认为这种转变发源于南朝，而

其原因则是西晋灭亡后泰山为异族所占，对南方的汉人来说已不适合作为

死后的归宿。对于作者指出的这一变迁，魏斌在 《仙堂与长生: 六朝会稽

海岛的信仰意义》 ( 《唐研究》第 1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中续

加申论，提出 “东海”应是 “会稽之东海”，是六朝时代北方侨民带来的

信仰变迁，读者可以参看。
《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一文，纵论了从汉至宋这一广阔时空中，

南北方丧葬文书的交融和演变。作者首先提出吐鲁番 6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

的带有 “敬移五道大神”之类语句的衣物疏，其实质是模仿同级官府机构

间公文来往的 “移文”。对此，作者举出 《唐显庆元年 ( 656 ) 西州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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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移文》正以 “移文”开头等实例，可谓确凿无疑。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

吐鲁番地区所用丧葬 “移 文”，应 该 来 自 于 南 朝 的 传 统。以 宋 元 嘉 十 年

( 433 ) 徐副地券为代表的南朝道教 “买地券”，正是这类移文的源头。隋

唐之后，北方高昌地区的移文逐渐演变为带有佛教色彩的 “功德疏”，而

南方地区的移文则逐渐演变为 “买地券”。《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一文，

则对南朝所出道教 “买地券”的性质再加申论，确定其性质并非买地券或

镇墓文，而是 “移文”，并明确提出汉代衣物疏、买地券、镇墓文三类丧

葬文书，分别在后世演化为 “移文”、买地券和镇墓石文。该文还对其中

出现的张坚固、李定度二神名加以讨论。这两篇文章是近年道教史研究的

重要成果，言之成理，极具启发意义。在笔者看来，作者对于 “移文”的

认定是确切无误的，也能够启示我们对 “道教文书学”的进一步思考，但

是 “移文”是从文体上的分类，买地券、衣物疏等称呼则是从内容上的分

类，无论是购买墓地还是罗列随葬品，都可以运用 “移文”的形式向阴间

官府进行交待。因此，“移文”与衣物疏、买地券等称呼可能并非同一层

次上的概念。还需要注意的是，南朝所出的 10 余件格式相近的道教买地

券 ( “移文”) ，从地域分布来看，明显呈现出由北 ( 湖北、江西) 向南

( 湖南、广东、广西) 传播的特征，而且其目的是要解决 “从军乱以来”

无法返葬故土的移民群体的焦虑。这就提示我们，此类道教买地券 ( “移

文”) 很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的道教信仰群体中发展而来。吐鲁番所出的丧

葬 “移文”，从体例上看与南朝的道教买地券差别很大，且其物主又多为

佛教徒，因此它们应该并非是受到了南方地区的直接影响，而更可能与后

者一同是中原地区传统的辐射。再者，所谓的 “军乱以来”，也有学者提

出应该是指永嘉之乱，而不是指孙恩、卢循之乱 ( 参孙齐 《唐前道观研

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第 36—39 页; 刘屹 《移民与信仰———

南朝墓券的历史与宗教背景研究》， “综合的六朝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

文，首都师范大学，2015 年) 。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本书中另有 5 篇文章是别开生面的文献学领域的专题论文，运用日藏

汉籍等新材料，主要针对 《修文殿御览》和 《括地志》两部已佚典籍加以

考索，其材料引征之广泛，考辨之细密，持论之谨严，都令人赞叹。如

《〈括地志〉与 〈坤元录〉》，运用诸种手段论证 《括地志》与 《坤元录》

并非一书，尤其是用日僧善珠 《因明论疏明灯抄》所引 《坤元录》卷七四

所记江南道道州的佚文，与日本宫内厅所藏 《括地志》残卷第一二三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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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道兖州的遗文，非常精彩而巧妙地坐实了二书实乃卷数不同的两种

书，在具体的结论之外，还能给人以智力上的愉悦。《关于 〈括地志〉辑

校的若干问题》则在前文基础上，对现有的 《括地志》辑佚著作加以审

视，具体指出因为误判书名而导致的疏误，以为更完善的辑佚工作参考。

在此可附带提出的是，在 《万历续道藏》所收明朱权编 《天皇至道太清玉

册》中，载有宋理宗赵昀 ( 1225—1264 年在位) 《御制化胡辩》一文，其

中提及 “《括地志·四夷部》”中载有老子化胡之事 ( 参 《一切道经音义

妙门由起》引 《括地志》) ，透露出 《括地志》分部的情况。
《〈华林遍略〉乎? 〈修文殿御览〉乎? ———敦煌写本 P． 2526 号新

探》《关于中古官修类书的源流问题》《〈修文殿御览〉佚文辑校》三篇文

章，在全面搜集、整理目前所见 《修文殿御览》佚文的基础上，比较其与

P． 2526 号写本及 《太平御览》 《艺文类聚》诸书所载之异同，确定了

《修文殿御览》与 《太平御览》、P． 2526 号写本与 《艺文类聚》之间存

在着两组不同的渊源承袭关系，从而认定 P． 2526 并非 《修文殿御览》，

而是 《华林遍略》。这组文章运用的材料极为丰富，特别是从多种日本典

籍中辑出 《修文殿御览》佚文数十条，尤令人瞩目。作者不仅在此基础上

指出了中古时代南北方官修类书不同的发展脉络，其中的一些小型论断，

如认为 《齐民要术》卷一〇内容源自 《华林遍略》，也极具启发。作者对

《修文殿御览》的辑佚，下探到明末清初的文献，并推测此时其书尚未散

佚，并提到钱谦益 《绛云楼书目》著录 《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一百

六十四册为证。今按，乾隆中鄞县卢址 《抱经楼书目》著录明抄本 《修文

殿御览》三百六十卷、一百六十三册，或即绛云楼旧藏。傅增湘曾入楼观

书，判断为 “伪书，以 《文苑英华》伪为之” (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

书目》卷一〇下 《子部·类书类》，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777 页) 。此

书在 1916 年散出，同年 7 月 22 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亦提到当时沈曾植、

缪荃孙均已目验，“云是 《文苑英华》，并 《辨证》语亦录在内” ( 此书后

归金陵大学，见汪辟疆 《读常见书斋小记》 “修文御览”条，《汪辟疆文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73 页) 。可知这部 《修文殿御览》

的传本实为伪书。明代以后，真正的 《修文殿御览》是否存在，笔者认为

还可讨论。

通观全书所收 16 篇文章，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中贯穿着一条显著

的特色，即是对新材料的敏感与重视，继以对其价值不遗余力地深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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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以此为宗旨，作者不仅展示出深厚的功底和开阔的视野，也展示了严

肃的态度和审慎的考论。唯其如此，作者的诸篇论文才能给人以既博大且

精深的印象。在作者笔下，零碎的新出材料往往能映射出广大的历史面

貌。例如从 《大唐开元礼》残片的比定，延展为对其性质的定位和施行与

否的讨论，进而对中古礼制史的研究有所启迪。再如对墓券和类书的研

究，又都延展到中古时代南北方的交流宏观层面。而在具体的考证工作

中，作者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尊重反面证据，通过绵密、细致的考索，原

原本本、质朴无华地将论述铺开，持论谨严，说服力强。凡此种种，都足

为学者楷模。

张载诗云: “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中古史研究的推

进，说到底还是需要新史料的驱动。前人顾炎武曾以 “采铜于山”与 “买

钱充铸”对喻，提示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当从原始材料入手，而非由辗转旧

说中来。我认为刘安志教授 《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一书，不仅是 “采

铜于山”的示范，更是 “发掘新矿”的典型，足为当前给人 “题无剩义”

之感的中古史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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